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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及成员受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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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策资源分配不均不仅会偏离政府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目标，还会导致农民合作社

不公平竞争。 本文理论分析了农民合作社核心成员社会资本对其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影响，以及获取

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内部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的受益差异，并利用来自中国三省的样本合作社与农

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以理事长为代表的合作社核心成员政治性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容

易获得政策性资金，并且获得的金额越大；而没有证据表明商业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

金有显著影响。 在获得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内部，普通成员受益程度显著低于核心成员，政策性资

金在合作社间及内部成员间分配不均。 现阶段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策资源存在分配不均问题，合作

社发展政策的支持方向和内容、政策性资金的分配方式都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为农民合作社的公

平和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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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后文简称“农民合作社” ）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发展。 作为小农户实现联合

的组织创新，农民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福利水平 ［１－３］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已有 １７４．９ 万家，覆盖全国 ４３．５％的农户①。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

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其发展的立法支持和财政资金扶持 ［４］ 。 一方面，２００７ 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以立法形式规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另一方面，仅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了 ３４．２ 亿元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２０１３ 年各级财政支持总

额达 ５５ 亿元 ［５］ 。 政府对合作社的财政支持既包括税收优惠，对合作社发展能力的扶持（主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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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民合作社在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

推广等方面开展服务）等普惠型政策，也包括使用最广、影响最直接的项目支持政策 ［６］ 。 项目

支持通常由地方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直接安排财政投资项目，引导国家政策性扶持资金形

成的资产移交由合作社管护，相较于税收优惠、技术培训推广等普惠性扶持政策更具有明显的

“树典型”特征。
农民合作社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对其进行政策性资金支持的目的在于增加合作社

资本积累，扩大合作社规模，最重要的是让成员受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接受

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说
明合作社获取的政策性资金应该在合作社内部量化到成员。 但理论上讲，政府政策如果支持方

向和内容不当，使得政策性资金分配不均，反而会影响合作社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导致农户

发展机会不均，偏离政策设计的初衷。 现实中，无论是政策性资金的获取还是其在合作社内部

的分配，可能都缺乏瞄准性。 在政策性资金获取方面，多数研究认为，以项目为载体、同时缺乏

有效监督的瞄准机制会使地方政府出于政绩以及资金支持效率的考虑，优先选择支持规模较

大、社会资源丰富的合作社 ［５，７］ 。 地方政府与农村能人之间可能会形成庇护关系，并影响领办合

作社的农村能人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可能性 ［８］ 。 不同合作社政策性资金的获取与以理事长

为代表的合作社核心成员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密切相关 ［９－１０］ 。 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部的分配

则受扶持政策的瞄准机制不合理、后续监管缺位等外部环境因素，及合作社内部权利过度中心

化造成的核心机制缺位等内在因素影响，使得剩余索取权分配倾向于大股东，支持资金的公平

性难以体现 ［１１－１３］ 。 在规模偏好性和示范偏好性的驱动下，仅有少数农民合作社得到了公共财

政的支持；同时，因疏于监管，以合作社之名获取政策性收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对争取到的财

政支持资金既没有按要求使用，也没有按成员人均量化到成员账户，政策性收益未能惠及广大

成员 ［１４］ 。
一些文献对农民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的影响因素及政策性资金获取后在合作社内部的

量化问题进行了定性研究，但有两个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现有研究无法回答“政策性

资金被具有什么特征的合作社拿走了” 。 现实中合作社的发起人既包括具有商业性资本的农民

企业家和经纪人，也包括具有政治性资本的基层干部。 核心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
所在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可能性和获取额度可能会有所差异。 其次，现有研究无法回答

“在获取政策性资金合作社内部，异质性成员受益是否存在差异” 。 对合作社的财政资金支持

既是国家对弱势群体与弱势产业的直接帮扶，又是合作社的重要收益来源之一。 现有针对合作

社成员受益问题的研究，大多仅以“是否加入合作社”作为农户角色划分标准，忽视了成员的异

质性与异质性成员在享受政策性资金扶持过程中的区别，缺乏针对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受益程

度差异的定量分析。 因此，进一步厘清以合作社理事长为代表的核心成员的社会资本与合作社

政策性资金获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内异质性成员的受益差别，将有

助于我们加深对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及分配效果的理解，为国家完善扶持合作社的相关政策

提供针对性建议。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以合作社理事

长为代表的核心成员的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

验，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二是本研究放弃合作社成员同质的假定，将合作社成员角色细

化为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以合作社成员异质性为前提，研究了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部的分

配机制与成员受益差异，使合作社政策性资金扶持对农户作用的评估更加系统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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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政府通过财政扶持农民合作社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实现全体成员增收，以提

高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 政策性资金作为合作社除业务收入之外的主要收益来源，在改善合

作社的资金约束、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竞争风险、促进合作社发展、促使内部成员受益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图 １　 分析框架

但是由于农户异质性的存在，政策性资金分配不均会导致政府扶持合作社的政策偏离既定

目标，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 如图 １ 所示：一方面，不同合作社的发起人团队特别是以理事长为

代表的核心成员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社会资本作为资源禀赋的重要体现之一，影
响着核心成员对合作社的管理与运营；另一方面，受合作社内部成员异质性的影响，获得政策性

资金的合作社，其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的受益也会存在差异。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政策

性资金在合作社间及合作社内部成员间的分配不均。
在我国现行的合作社扶持政策下，以合作社理事长（社长）为代表的合作社核心成员的社会

资本差异直接影响合作社能否获取政策性资金，以及获取资金的金额。 一方面，专业大户、乡村

干部、经纪人等政治、商业资本占据优势的农村能人在合作社成立初期，顺应农民合作愿望而发

起农民合作社，并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逐步转型为合作社核心成员，担任整合资源、管理运营

合作社的职权。 合作社核心成员在合作社产权界限模糊、个人利益与合作社集体利益高度关联

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各项资源以增加合作社收益，从而使自身也受益，符合理性人假设。 另一方

面，合作社扶持政策以项目支持为主，并且由地方政府实际掌握财政资源的 “选择性再分配

权” ，还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的后续监管。 最终，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找到与农村能

人合作双赢的谋利空间 ［８］ 。 由于政策性资金的发放与地方政府直接相关，上述合作谋利空间使

合作社核心成员的政治性社会资本成为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关键影响因素。 相对于拥有

商业性社会资本的理事长来说，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理事长更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性资金

支持 ［１５－１６］ 。
政策性资金分配不均一方面表现为合作社间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受到成员异质性、利益

博弈和合作社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还表现为合作社成员间的受益差异。 合作社“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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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在理论上要求成员承担成本、风险的义务与分享剩余权利均等。 但在我

国多数合作社的合作中，起领办组织作用的农村能人往往转型为合作社核心成员，普通农户则

因缺乏经济、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逐步演变为普通成员，甚至是合作社雇工或名义成员。 核

心成员承担全部或大部分的成本与风险，贡献率大于普通成员，也拥有高于普通成员的交易量

（额）和股权。 处于跟随地位的普通成员不承担或十分有限地承担成本与风险，被动接受内部

利益分配机制，无法掌控合作社控制权，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采取“搭便车”行为。 合作社成员

间的上述差异使核心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合作社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选择私有产权

或模糊产权的处理方式作为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根据自身承担的成本来分配合作社的利益，因
此，合作社通过获得政策性资金形成的资产主要由核心成员处置。 但是，由于核心成员需要与

普通成员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以获得规模经济，即使核心成员掌握了大部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

权，在对政策性资金进行分配时仍会兼顾普通成员的利益，将所获得的政策性资金一部分用于

合作社项目建设和服务功能上。 因此，核心成员的受益来源包括对政策性资金直接获取和合作

社服务功能提供两方面。 而普通成员虽然受益，但受益主要来自于合作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功

能。 核心成员的受益程度要高于普通成员，最终表现为内部成员间受益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需要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说：（１）以理事长为代表的合作社核心

成员的政治性社会资本越丰富，合作社越容易获得政府政策性资金支持，且获得的金额越大。
（２）获得政府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其资金支持的取得对核心成员收入产生正向的影响，对于普

通成员虽然也有影响，但低于对核心成员的促进作用。

三、政策性资金获取与分配：基于三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分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对江苏、吉林、四川三省 ９ 县 １８ 个乡

镇 ３３１ 个样本村实地访谈获得的 ５００ 家合作社数据，１８ 家大棚果蔬合作社以及相关的 ２５５ 户农

户数据。 样本地区的选取各具区域代表性，其中，吉林代表人均耕地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业主

产地区，江苏代表非农就业发达、人口密集、市场需求旺盛的经济发达地区，四川代表人均耕地

资源匮乏、多山地、劳务输出较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调研收集了样本合作社主要特征等信息，
以及样本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情况与其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农户家庭特征、生产和收入等方面的

数据。
（一）政策性资金主要被核心成员社会资本丰富的少数合作社获得

在地方政府主要掌握财政支持资源分配权力，并将政绩及合作社支持资金使用效率作为政

策性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优先考虑因素的背景下，合作社核心成员的社会资本可能会成为决定合

作社能否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关键因素。 现实中，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往往是当地能人或基层

干部，具有社会资本集聚的特征。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支持的

影响，本文将核心成员的社会资本区分为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 就政治性社会资

本来看，合作社理事长发起前是否担任过村干部，或是否有亲朋在县及以上部门任职能够较好

地反映合作社核心成员的政治性社会资本，满足其中一项即认为理事长拥有政治性社会资本。
从商业性社会资本来看，理事长是否开办过公司，理事长是否做过农产品生意和担任过农产品

经纪人，理事长是否销售过农资，均能够较好地反映合作社核心成员的商业性社会资本，满足其

中一项即认为理事长拥有商业性社会资本。
表 １ 分析了核心成员（理事长）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与合作社是否获取政策

性资金，及累计获得的政策性资金金额的相关分析。 分析采用的是 ５００ 家合作社中有实际活动

的 ２４８ 家合作社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结果表明，政策性资金主要被核心成员社会资本丰富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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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取得，尤其是理事长拥有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获得政策性资金的比例更高。 理事

长拥有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获得政策性资金的比例为 ４４．５８％，高出缺乏政治性社会资本

理事长的合作社 ２２．７６％。 拥有商业性资本的合作社获得政策性资金的比例为 ３０．９１％，高出理

事长缺乏商业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 ２．６５％。 理事长拥有社会资本的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更

多，理事长拥有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累计获得的政策性资金总额平均为 ７．６８ 万元，高于理

事长社会资本缺乏的合作社 ４ 万元以上，高于理事长拥有商业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 ０．８８ 万元。
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间分配不均的现象明显。

表 １　 理事长社会资本与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的关系

理事长社会资本
合作社占比

（％）

获得政策性资金合作社比例

（％）

合作社累计获得的

政策性资金总额（万元）

是否拥有政治性社会资本

是 ３３．４７ ４４．５８ ７．６８

否 ６６．５３ ２１．８２ ３．２０

是否拥有商业性社会资本

是 ４４．３５ ３０．９１ ６．８０

否 ５５．６５ ２８．２６ ３．０２

（二）合作社核心成员政策性资金受益程度高于普通成员

在系统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政策性资金分配不均导致成员受益差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为更

加全面地解释政策性资金获取对不同农户收入的影响和利益分配差异，本文在考虑合作社内部

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差异的同时，将本村非成员农户和无合作社村农户纳入分析中，作为对照

组进行对比研究。
为对农民合作社政策性资金在异质性成员间的分配情况进行初步判断，本文对农民合作社

获取政策性资金与农户收入间的关系进行交叉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获取政策性资金合

作社的核心成员、普通成员以及所在村非成员的收入都普遍高于未获取政策性资金合作社的农

户；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合作社的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的收入均高于非成员农户，但核心成员

收入远高于普通成员。 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部成员间分配不均表现为合作社内部异质性成

员间的政策性资金受益程度差异。
表 ２　 合作社是否获取政策性资金与不同角色农户收入增长的关系 单位：元 　 　

分类
人均大棚果蔬收入增长值 人均果蔬总收入增长值 人均总收入增长值

未获取 获取 未获取 获取 未获取 获取

有合作社村非成员 ２４４０ ８８１０ ３４７３ ９０３０ ７８６９ １１３７５

有合作社村成员 ７４５８ １７２４６ ７３２９ １６８５１ １０３０４ １９０４４

普通成员 ６２１１ １３２０７ ６０６６ １２６７０ ８６７３ １３２４８

核心成员 １８８８５ ３４５５４ １８９１６ ３４６４０ ２５２５６ ４３８８８

　 　 注：人均果蔬总收入包括大棚果蔬和露地果蔬。

四、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别建立两组计量经济模型，第一组是对以合作社理事长为代表的核

心成员社会资本与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二组是就合作社所获政

策性资金对不同成员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合作社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间及内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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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成员间的分配不均问题。
１．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间分配不均

为了评估核心成员是否具备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

的影响，本文设置了如下两个计量经济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本文的第

１ 个假说：
ＩＳｉ＝ α＋β·ｐｓｉ＋δ·ｃｓｉ＋Ｚｉ·γ＋μｉ （１）
ＳＡｉ＝ α＋β·ｐｓｉ＋δ·ｃｓｉ＋Ｚｉ·γ＋μｉ （２）

式（１）和式（２）中，ｉ 表示第 ｉ 个合作社，式（１）中，ＩＳ 表示农民合作社从发起时到 ２０１４ 年期

间是否获得了政策性资金；式（２）中，ＳＡ 表示农民合作社从发起时到 ２０１４ 年期间累计获得政策

性资金的总额。 本文设置了两类变量反映核心成员的社会资本：一是政治性社会资本，用 ｐｓ 表

示；二是商业性社会资本，用 ｃｓ 表示。 由于式（ １）中被解释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故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累计获得政策性资金的总额是连续变量，故采用 ＯＬＳ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但由于有相当比例的合作社未获取政策性资金，被解释变量取值为 ０，存在样本省察问题，因此

式（２）进一步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Ｚ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理事长个人和家庭特征，如合作社发起时，理事

长年龄、家庭收入；二是合作社的特征，如合作社的类型是否公司或大户，合作社是否生产高附

加值农产品，合作社的主营业务是否产品类；三是其他村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由于本

文的关键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合作社发起时的数据，同时也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了

２００８ 年合作社所在村的村人均耕地面积、村人均纯收入、村距离县城的距离、村企业数量、村社

会生产总值、村二三产业占比作为村层面的控制变量，并设置了省份虚拟变量反映地区差异。
２．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成员间分配不均

本文基于 １８ 家大棚果蔬合作社 ２５５ 户农户的 ２ 期面板数据，采用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固

定效应模型来分析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对不同农户受益差异的影响，以此来验证本文的第 ２
个假说。 以无合作社村农户为基准，如果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其核心成员与外村农户相

比收入有差异，而普通成员与外村农户没有差异，则表示合作社利益分配偏向核心成员。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ｔ ＝ α＋β·ｐ１ｉｔ＋χ·ｐ２ｉｔ＋δ·ｐ３ｉｔ＋φ·ｐ１ｉｔ·ｆｄ＋θ·ｐ２ｉｔ·ｆｄ＋σ·ｐ３ｉｔ·ｆｄ＋Ｚ ｉｔ·γ＋ε ｉｔ （３）

上述式（３）中，ｉ 代表第 ｉ 个农户，ｔ 是取值为 ０ 或 １ 的时间虚拟变量，取 １ 时为 ２０１３ 年，取 ０
时为 ２００８ 年。 因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表示一组收入变量，分别是人均大棚果蔬收入、人均果蔬总收入、
人均总收入。 ｐ１、ｐ２ 和 ｐ３ 是取值为 ０ 或 １ 的虚拟变量，ｐ１ 为 １ 时表示非成员；ｐ２ 为 １ 时表示普

通成员；ｐ３ 为 １ 时表示核心成员。 政策性资金获取变量 ｆｄ 是取值为 ０ 或 １ 的虚拟变量，为了便

于分析，将获得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设置为 ０，未获得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设置为 １。
在实证分析中，模型（１） 、（２）的被解释变量“是否获得了政策性资金”及“累计获得政策性

资金的总额”均为截至 ２０１４ 年的情况，关键解释变量社会资本是滞后的合作社成立时核心成员

的情况，其他控制变量也采用了 ２００８ 年的滞后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在模型

（３）中，研究对象为合作社内部成员，被解释变量为成员收入情况，解释变量是合作社有无获得

政策性资金支持。 一般情况下，合作社是否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并非普通成员努力和影响的结

果，因此，理论上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二）实证分析

１．核心成员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的影响分析

以理事长为代表的合作社核心成员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政策性

资金获取影响的实证结果见表 ３。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理事长政治性社会资本对合作

社是否获得政策性资金有正向影响，并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理事长商业性社会资本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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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否获得政策性资金无显著影响。 ＯＬＳ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理事长政治性

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累计获得政策性资金总额有正向影响，并分别在 １０％和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而理事长商业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累计获得政策性资金总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３　 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获得政策性资金（ １ ＝是；０ ＝否） 累计获得政策性资金总额（万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边际效应 ＯＬＳ 模型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关键解释变量

　 政治性社会资本 ０．７０２∗∗∗ ０．１８７∗∗∗ ４．９９３∗ ２３．８３∗∗

（ ３．３４６） （ ３．６０９） （ １．６５３） （ ２．２６０）

　 商业性社会资本 ０．１８７ ０．０４９７ ３．４７３ １２．１２

（ ０．９４７） （ ０．９４７） （ １．４７９） （ １．５３１）

控制变量

　 理事长年龄（岁）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３４２ ０．０４５８ ０．５３９

　 　 　 （ １．２３１） （ １．２３８） （ ０．３９３） （ １．２９５）

　 理事长家庭年收入（万元） ５．８２ｅ－０５∗∗∗ １．５５ｅ－０５∗∗∗ ０．０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１３６∗∗∗

　 　 　 （ ３．５３０） （ ３．５８８） （ ３．１９９） （ ３．６２０）

　 合作社是否公司或大户 ０．６２９∗∗∗ ０．１６７∗∗∗ １．９２９ ２３．６５∗∗∗

　 　 　 （ １ ＝是；０ ＝否） （ ２．９８２） （ ３．１３１） （ ０．７７３） （ ３．６１０）

　 合作社是否主要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 ０．３０４ ０．０８０９ ２．３３８ １１．１５

　 　 　 （ １ ＝是；０ ＝否） （ １．１８１） （ １．１７３） （ １．３４６） （ １．２６１）

　 合作社主营业务是否为产品类 －０．４６８∗∗ －０．１２４∗∗ ２．４７２ －１２．１３∗∗

　 　 　 （ １ ＝是；０ ＝否） （ －２．１０７） （ －２．１３５） （ １．１４６） （ －１．９９４）

　 村人均耕地面积（亩）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９１１ ０．４１０

　 　 　 （ １．２４２） （ １．２４９） （ ０．１６４） （ ０．２１５）

　 村人均纯收入（万元） －０．３１５ －０．０８３９ ２．５１０ ０．７０４

　 　 　 （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９） （ ０．８６７） （ ０．０８４９）

　 村距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０８９６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９３

　 　 　 （ ０．６９１） （ ０．６９３） （ －０．５４０） （ ０．１２９）

　 村里的企业数量（个）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１２７∗∗ ０．３６９ １．４１７∗∗

　 　 　 （ ２．０５２） （ ２．１１４） （ １．３５５） （ ２．２７４）

　 村社会生产总值（千万元） －０．０００１５０ －３．９９ｅ－０５ ０．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０１３１

　 　 　 （ －１．２５９） （ －１．２６３） （ ０．６０９） （ －０．０３０９）

　 村二三产业占比（％） －０．０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０１０８ －０．０３６６ －０．１６６

　 　 　 （ －０．０９０７） （ －０．０９０８） （ －０．８４４） （ －１．０６０）

常数项 －１．５７５∗∗ － －４．０４９ －７０．１０∗

（ －２．０８０） － （ －０．４６６） （ －１．９５６）

样本数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４８

Ｆ 值 ／ Ｗａｌｄ 值 ７１．５５∗∗∗ － １１．７７∗∗∗ ２．５∗

　 　 注：（ １） ＯＬＳ 模型估计结果中括号内数字为估计系数 ｔ 统计值，Ｔｏｂｉｔ 模型、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及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中括号内数字

为 ｚ 统计值；（ ２）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省份虚拟变量结果省略。

由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为非线性模型，模型中的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政治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政

策性资金获取的边际影响。 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得到了理事长政治性社会资本影响合作社政

策性资金获取的边际效应值。 结果表明，理事长政治性资本更丰富的合作社，其获得政策性资

金的可能性比理事长没有政治性社会资本的合作社要高 １８．６７％。
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核心成员政治性社会资本丰富的少数合作社更易获得政策性资

金，核心成员的商业性社会资本对于合作社是否获取政策性资金以及获取政策性资金总额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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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影响，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之间的分配偏向于政治性社会资本更丰富的核心成员所在的

合作社，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
２．政策性资金获取与异质性成员受益差异分析

合作社获取政策性资金对异质性成员受益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合作社政策性资金获取对异质性成员受益差异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人均大棚

果蔬收入

人均果蔬总收入

（大棚＋露地）

人均

总收入

关键解释变量

　 有合作社村非成员（ １ ＝是；０ ＝否） ５２．４３０ －８２０．１００ ２ ２０８

　 　 　 　 　 （ ４ ４１３） （ ４ ３２３） （ ６ １４３）

　 普通成员（ １ ＝是；０ ＝否） ６ ３９９ ４ ７６８ ４ ２２７

　 　 　 　 　 （ ４ ４５６） （ ４ ３６５） （ ６ ２０２）

　 核心成员（ １ ＝是；０ ＝否） ２８ ２７７∗∗∗ ２７ ０１４∗∗∗ ３０ ４９８∗∗∗

　 　 　 　 　 （ ６ ４５４） （ ６ ３２３） （ ８ ９８４）

　 有合作社村非成员∗政策性资金获取 －３ ４１８ －１ ９１０ －２ ６６０

　 　 （ １ ＝未获取；０ ＝获取） （ ４ ９９３） （ ４ ８９２） （ ６ ９５１）

　 普通成员∗政策性资金获取 －８ ５６８∗ －７ ７８２∗ －４ ９６６

　 　 （ １ ＝未获取；０ ＝获取） （ ４ ７２１） （ ４ ６２５） （ ６ ５７２）

　 核心成员∗政策性资金获取 －１７ ５９７∗ －１７ ２９５∗ －１４ ２５０

　 　 （ １ ＝未获取；０ ＝获取） （ ９ ９４９） （ ９ ７４７） （ １３ ８５０）

控制变量

　 时间（ １ ＝ ２０１３ 年；０ ＝ ２００８ 年） ４ ８６５ ５ １０１ ７ ８８０

（ ３ ７１２） （ ３ ６３７） （ ５ １６８）

　 是否从事农业经营（ １ ＝是；０ ＝否） １６ ４２５∗∗∗ １８ ２６７∗∗∗ ５ ３１５

（ ３ ８０２） （ ３ ７２５） （ ５ ２９３）

　 是否种植水果（ １ ＝是；０ ＝否） －３ ４９１ －２ ４３２ １１ ２０７

（ ５ ９５５） （ ５ ８３４） （ ８ ２９０）

　 是否处于农业园区（ １ ＝是；０ ＝否） ８ １２２ ８ １９４ ４ ６６３

（ ６ ４８２） （ ６ ３５０） （ ９ ０２３）

　 是否温室大棚（ １ ＝是；０ ＝否） １８９．８００ ２．４４９ －２ ７５１

（７ ６０２） （ ７ ４４７） （ １０ ５８２）

　 村人均耕地（ １ ＝是；０ ＝否） －４２．１００ ５７２．１００ －１ ４１４

（５ ２５３） （ ５ １４６） （ ７ ３１２）

　 村人均收入（元） ０．４７４ ０．６３３ ０．２６２

（ ０．５４０） （ ０．５２９） （ ０．７５１）

　 村总人口（人） －０．１８６ －０．１７１ －０．４６７

（ １．２１８） （ １．１９３） （ １．６９６）

　 村离最近高速距离（公里） １ ５８４ １ ４５２ １ ６１８

（ １ ２３７） （ １ ２１２） （ １ ７２１）

常数项 －４７ １５０∗ －４７ ２８３∗ －２２ ３１５

（２５ ４５９） （ ２４ ９４２） （ ３５ ４４１）

Ｒ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７４ ０．２６５

样本量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注：（１） 模型控制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年限 ３ 个变量，但由于它们的数值随时不变，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

计其参数；（ ２）括号内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３）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显示，获得政策性资金合作社对于核心成员、普通成员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从交互

项的系数来看，对于核心成员来说，获得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的人均大棚果蔬收入和人均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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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比没有获得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高 １７５９７ 元和 １７２９５ 元。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获得政策性资金合作社的普通成员的人均大棚收入和人均果蔬总收入

分别比没有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合作社的普通成员高 ８５６８ 元和 ７７８２ 元。 可见，获得政策性资

金合作社对于普通成员的收入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的，从农户角色的系数来看，获取政策性资

金的合作社核心成员的人均大棚果蔬收入、人均果蔬总收入和人均总收入分别比外村农户要高

２８２７７ 元、２７０１４ 元和 ３０４９８ 元。 获得政策性资金的普通成员与外村农户之间在收入上没有显

著区别。
为进一步比较政策性资金对合作社内部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影响的差异，本文对核心成员

与普通成员人均大棚果蔬收入、人均果蔬总收入和人均总收入的系数进行 Ｆ 检验，结果见表 ５。
获取政策性资金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与外村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远高于普通成员与外村农户之

间的收入差异。 Ｆ 检验分别为 １２．５、１３．４６ 和 ９．３，拒绝了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人均大棚果蔬收

入和人均果蔬总收入以及人均总收入无差异的原假设，接受了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有差异的备

择假设。 Ｆ 检验的结果表明，获取了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合作社，虽然其普通成员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受益，但其普通成员的人均大棚果蔬收入、人均果蔬总收入和人均总收入显著低于核心成

员，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表 ５　 合作社获取的政策性资金对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收入影响差异的 Ｆ 检验 单位：元 　

影响差异
人均大棚

果蔬收入

人均果蔬总收入

（大棚＋露地）
人均总收入

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核心成员与外村农户收入的差异 δ ２８２７７ ２７０１４ ３０４９８

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合作社普通成员与外村农户收入的差异 χ ６３９９ ４７６８ ４２２７

δ－χ ２１８７８ ２２２４６ ２６２７１

Ｆ 检验值 １２．５０∗∗∗ １３．４６∗∗∗ ９．３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以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为代表的核心成员社会资本差异及合作社内部成员异质性

视角，研究我国现行的以项目为载体的合作社扶持政策造成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之间、合作社

内部成员间的分配不均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实证依据。 研究发现，受实际掌控政策支持资源

的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丰富的合作社核心成员间存在谋利共赢空间等因素影响，政策性资金在

合作社间的分配倾向于核心成员社会资本丰富的少数合作社。 实证结果同样验证了核心成员

政治性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合作社越容易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而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部异

质性显著的成员间的分配则受到合作社既有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在核心成员掌握合作社控制

权及剩余索取权，普通成员仅处于跟随地位时，获取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合作社普通成员虽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其受益程度显著低于核心成员，表现出政策性资金在合作社内部成员间

分配不均，实证分析结果也提供了依据。 合作社政策性资金在现实分配中没有完全体现普惠性

与益贫性的原则，偏离了既定政策目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合作社间的不公平竞争，加深了农村

地区的贫富差距。
本研究对于深刻认识我国现行合作社扶持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实行的合作社扶持

政策将促进合作社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政策目标，但在现实操作中受到合作社扶持政策瞄

准机制不合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性资金被核心成

员社会资本丰富的少数合作社获得；而获得资金支持的合作社也存在将利益分配重心倾向于核

心成员的现象，合作社扶持政策未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 因此，为实现合作社扶持政策目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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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合作社发展与其成员受益增加，应改善现行的政策瞄准机制，取消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与合作

社发展数量挂钩的制度，转为注重合作社的能力建设与质量提升；在政策资源配给方面应坚持

以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型政策为主，逐渐减少倾向于大社、强社的项目型帮扶，重点识别和扶

持具有发展潜力且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合作社。 同时，在合作社内部应着力完善以利益分配为代

表的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成员账户，确保政策性资金实现量化，并无差别地惠及全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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